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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
化要强调“政府主
导， 媒体和 NGO
推动，企业主体和
公众参与” 的思
路。

“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闻
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
中心主任。

面对严峻的空气质量形势， 强化
行政监管成为环渤海地区各地政府祭
出的共同法宝。 在中央政府和社会舆
论压力下， 当地政府今年以来迅速出
台了各项政策措施，开罚单，关厂房，
甚至为此解职了部分治污不利官员。
不过，从目前来看，大气治污还主要是
政府部门在吆喝， 作为治污主体的企
业却并没有积极动起来， 至少没有主
动动起来。

在治理大气污染这件事上，不少地
区的政府和企业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
在“打游击”的博弈状态。 政府政策紧
了，企业就抓紧响应，摆出治污的样子；
一旦政策松了，治污就被束之高阁。 一
些企业只在应付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
保设备，平日里设备闲置或不持续稳定
运行，政策严了就用，政策不严就不用，
甚至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公开的秘密。

共享同一片天空， 面对共同的责
任， 企业为什么如此热衷和政府部门
打游击， 仅仅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吗？恐怕不能完全说得通，毕竟清新的
空气是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人更长远
的“利润”，想必企业的经营者们也都
明白这个道理。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 当政府的
有关治污管制法规具备可行性的时
候，污染排放企业才会采取合作策略，
购买治污设备。反之，则采取不合作策
略，拒绝购买。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采
取不合作的态度，拒不购买治污设备，

则政府有关部门就会发现由于执法成
本过高，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管制法规，
而采取次优法规， 相关法规的效果亦
随之大打折扣。

显然，政府的有关治污管制法规的
可信性受到了企业经营者们的质疑。究
其原因，这和长期以来，我国运动式的
环保治理方式不无关系。 据《经济参考
报》报道，作为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
户”，火电、钢铁等企业人士纷纷反映，
当前的环保监管体现出浓浓的“长官意
志”，相关政策的非延续性和“变通性”，
导致基层的火电厂、 炼油厂难以招架。

因为政策的多变性，新建成的部分环保
设施不久又要进行二次改造，让部分企
业无所适从。这必然使政府部门有关治
污管制法规的可信性受到质疑，相关企
业也相应拒绝或延误购买治污设备，陷
入和政府部门的游击战中。

企业违法成本低， 守法成本高可
能是不少企业治污积极性不高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

企业当然是治污的主体， 政府部
门显然也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政府部
门应多思量相关政策法规的可行性和
有效性，真正让法律起到震慑作用，不

能为了制定政策法规而制定政策法
规； 要制定区域性的中长期的大气污
染治理时间表和路线图， 避免政策的
多变性， 增强政府的有关治污管制法
规的可信性， 让企业有合理的投资和
回报预期。

治理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 依赖政府部门和排污企业的游
击战断非长久之计。因此，要治理大气
污染，仅需要改进区域性法律法规，制
定区域性的大气污染防治综合规划，
还需要多部门、多地区联合行动，将这
些措施长期有效地坚持下去。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面临的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
经济环境已经大为不同。 ”7 月 20 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专访时，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如此表
示。

《中国企业报》：曾经有一个调查，中国和日本将“石油和
煤炭消费所致二氧化碳增加关联的地球温暖化” 列首位
（71%和 70%）。 而韩国将其列为第 2 位。 您觉得这说明了什
么？

林伯强：这个调查离目前老百姓关心的集中排放、雾霾
很远。 二氧化碳老百姓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东西他是不关
心的。 一般而言，除非发达国家比如欧盟等对可持续比较关
注的地方会有这样的担忧，一般老百姓担忧的是自己身边的
事，而二氧化碳是整个地球的事。

就中日韩三国来说， 现在日本已经过了雾霾的阶段，如
果说日本比较关心二氧化碳，这个有可能，因为他没有雾霾
和地面排放可以担心了。 韩国也快过去了，介于中国和日本
中间。 而中国目前正处于雾霾严重的阶段。

造成雾霾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汽车尾气、城市建设、地形
构造等等，但是，大量消耗能源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主
要原因，这也引发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重视和改善的呼声。

《中国企业报》：在您看来，中日韩三国在大气污染治理
方面各有什么特点或者说优势？

林伯强：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发展到 10%及以上
速度增长的时候，雾霾比中国目前还严重。

日本的治理方式首先是改变能源结构， 减少煤炭的消
耗。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煤炭都控制在 20%以下，日本也
在 20%多一点点。 其能源消费主要是核电和石油，核电大概
占到其能源结构的 20%—30%。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69%还要多一点。 这样的
能源消费比例下雾霾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国家成功的环境治理经验似乎向人们展示这样的
推论：即快速增长发展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环境
污染不可避免，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尽快超过
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跟发达国家当初面临的环境已大
大不同，高速经济增长将面临资源缺口，资源价格会持续走
高，工业化的剩余可能不足以用来消除外部的不景气。同时，
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极端气候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这
样，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除了更困难和成本更高，是否真
正走得通，尚未知。

而且很多经验是学不来的。比如说日本的核电占比高达
30%，中国目前只有 10%左右，甚至不到这个比例。 由于日本
的核泄漏事故，全世界对核电都在反思中，日本本身也在寻
找替代核电的道路， 中国要上马核电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从长远来看，核电是绕不过的一个方面。

再说石油，如果大规模地进口石油，成本会不会大大提
高？ 又会影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企业报》：这些年，中国对大气污染治理等环境保
护问题日益重视起来，但还是不断有严重污染的案例接连被
曝光，该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提高环保意识呢？

林伯强：现在工业排放标准已经有了，还可以更严一点，
其实就两点：一个是排放标准更严，一个是执法力度更到位。
理论上来讲，治理排放没那么难，英国也就用了 10—15 年的
时间，当然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付出成本，另一个就是以什
么替代，能源替代很困惑，什么样的成本我们可以接受？如果
不在乎成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乎成本，就很困难。

排放标准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很多情
况下是有标准的，但不执行是没用的。罚和管要结合，要同时
进行，靠自觉是不行的。

《中国企业报》：您曾经说过，中国的环境污染某种程度
上仍在积累过程中， 只围绕某些成品油油质而小修小补，将
无益于环境改善，彻底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尽快设立强制性
工业排放标准，才能真正摆脱雾霾天气。那么，您认为中国的
污染治理之路会是什么样的呢？

林伯强：时过境迁，今天我们面临的污染方式、资源条件
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大为不同。 发达国家经验说明，在工业
化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这里“一定程
度的环境污染”很重要。 目前的人口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可
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大规模、高速度的
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是否会使环境污染接近或者超过资源
和环境的临界点？ 是否会过了临界点而仍然没有真正意识
到？而且，我国某些形式的生态环境恶化，可能已经是不可逆
的。 我国环境治理的困难会很大。 首先会加大整个经济运行
的能源消耗量，其可行前提是有大量低廉的资源供给。

一般来说，环境的改善需要依靠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
构调整、资源效率提高、投入构成变化及生产技术进步，除收
入水平外的其他几种因素受资源价格驱动。 因此，相应的政
策组合应该是：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通过能源价格改
革来反映环境和资源成本，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
能源强度降低和废物回收利用率提高，引导对常规能源的替
代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力。

改变能源结构很难，注定路程很漫长，在城市里把污染
转移出去，对提高工业排放标准，加大惩罚力度，都会有所帮
助。另外，我觉得核电是不可避免的，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
源等，应该是未来中国能源替代的选择。

大气治污，企业为何积极性不高
孟书强

中国污染治理之路
与发达国家大不相同

本报记者 王敏

专访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人物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
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
这里给我讲道理？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在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
一刻， 面对发达国家对中国在气候污
染问题上的不断诘责， 中国代表团团
长解振华发火了。

一年以后， 在 2012年 12月的多
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的一
场边会上， 联合国一位气候变化的高
级官员引用了《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
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 中所提
供的数据， 并据此对中国政府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作了肯定， 有力地
回应了西方国家的相关质疑。 而这项
调查的实施者正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郑保卫领导的中国气候传播中心。

从“传统新闻学”
转战“气候传播学”
郑保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

者，他兼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在
新闻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很有知名度和
影响力。然而短短几年时间，他却变成
了我国气候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旗
手。

是哥本哈根会议把他推向世界气
候传播的前台。 2010年《中国日报》记
者付敬和香港乐施会传播经理王彬彬
的意外来访， 使得郑教授的研究兴趣
发生了重大转向。 这两位来访者都参
加了 2009 年 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 让人们无法接受的是
会议后期， 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
和媒体将会议未能取得积极成果的责
任推到了中国的头上， 西方媒体的负
面舆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一场
气候影响政治的舆论战争摆在面前。

哥本哈根会议后， 许多中国人都
在反思， 为什么总有人在国际舞台上
抹黑中国？ 长期坚守“保卫新闻学”阵
地的郑保卫在听完两位来访者对于这
次会议谈判一波三折的讲述后， 意识
到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复杂性和艰巨
性， 更认识到了从传播角度介入气候
变化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
是， 发展中国家第一家专门致力于气
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的“中国气候
传播项目中心”2010 年 4 月在中国人
民大学正式成立了。

同年 5 月，项目中心召开了“气
候·传播·互动·共赢———后哥本哈根
时代政府、 媒体、NGO 的角色及影响

力研讨会”，70 多位来自联合国、中
国、美国、英国、巴西的中外政府官员、
新闻媒体和 NGO人士应邀与会，共同
探讨如何在气候传播中加强三者间的
交流与互动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

这次会议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重
视，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委托哥
本哈根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
首席谈判代表、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
变化司司长苏伟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
国气候传播研究的第一炮打响了，这
也标志着郑保卫教授实现了从“传统
新闻学”到“气候传播学”研究的第一
次转向。

由“中国学者”
成为“全球气候传播者”
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郑教

授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研究队伍也
是一只手可以数清。 郑教授组建了一
个“铁三角”研究团队，除自己外，另两
人是自己的博士生李玉洁和乐施会的

传播经理王彬彬。 由这三人组成的团
队 2010 年底前往墨西哥坎昆参加了
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举办了“基础四国
与墨西哥气候传播策略”国际边会。

当时墨西哥政府提供的边会举办
地是一个地面凹凸不平的运动场，主
席台、 音响、 桌椅都须自己准备和布
置，郑保卫三人用了不到 24小时便完
成了所有会务准备工作。在边会上，郑
教授代表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在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舞台上第一次发出了自己
的声音。继坎昆边会之后，郑教授带领
的气候传播团队接连参加了南非德
班、 卡塔尔多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以及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大会，并都举办了自己的边会。
经过多次国外办会的实际锻炼， 他们
举办国际边会已是驾轻就熟。 与此同
时，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的国际知
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并逐步
建立起了自己的国际学术圈。

自里约开始，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
中心举办的边会就被纳入了中国代表
团组织的“中国角”系列边会之中。 郑
保卫在里约期间受邀参加了温家宝总
理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
委员会 20年”边会，此外，还参加了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并作主旨演讲
的“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
主题的边会， 作为一个中国气候传播
学者，他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 媒体、NGO
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的传播理念和
方式在不断调整和改进， 收到的效果
越来越明显，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好，
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表达， 正义之声得
以彰显， 这样的结果应当也包括郑教
授领导的气候传播团队的努力。

对此，郑教授自己很淡定，在他看
来，每个人都是地球上的普通一员，每
个人都应该是全球气候变化与气候传
播的积极参与者和行动者。

从“国际领域研究”
到“国内公众调查”
自 2012年下半年以来，郑保卫领

导的项目中心的工作从主要关注国际
领域开始国际国内并重：一方面继续关
注政府、媒体、NGO以及企业在国际气
候变化领域的传播战略、 策略和方法，
看他们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气候传播技
巧，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
就是看公众，看其是否了解气候变化和
气候传播，是否认识到自己该为气候变

化做些什么……郑教授形象地将其概
括为“两头并进，双向使力”。

近年来，郑教授所领导的中国气候
传播中心先后进行了《中国公众气候变
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和《中国城市
公众低碳意识及行为》 两个全国性调
查，以了解公众对于气候变化和低碳的
认知。 同时，还举办了“气候传播进社
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四进”
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提升国内公众的气
候变化认知，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应对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之中。

近几年在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过程中， 郑教授也目睹了一些
国内企业、媒体和本土 NGO人士亟待
提高沟通与传播能力的案例。 一些国
内机构与国外机构以及与国内其他机
构相互之间还缺乏有效的互动， 没有
形成合力。 特别是 2012年 6月，中国
企业代表团在巴西里约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大会上的表现， 让郑保卫感慨颇
深。

此次会议期间， 一些国内知名企
业的代表在中国角举办了一次“可持
续发展”倡议书发布活动。眼看着活动
就要开始了， 一些企业的代表才陆续
来到会场。 台上几位企业家在念稿发
言，台下观众寥寥无几，国外观众更是
屈指可数，场面显得有些尴尬。

对此， 郑保卫感慨道：“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以及平时的国际学
术交流中， 我们的气候传播都是需要
讲究策略的，要遵循国际规则，要讲求
传播技巧，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看来我国企业的气候传播需要很好地
总结和提高。 ”

郑保卫提出， 应对气候变化要强
调“政府主导，媒体和 NGO推动，企业
主体和公众参与”的思路。没有政府的
政策导向和扶持， 没有媒体的推动和
监督， 没有企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
对低碳经济的投入， 没有公众对节能
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 要实
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企业在防治大气污染中， 要发
挥主力军作用，可以说，如今气候传播
问题在我国企业中还没有真正破题。

郑保卫的项目中心今年 10 月 11
日—13日将与美国耶鲁大学共同主办
首届气候传播国际会议。这将是我们第
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竖起气候传播的
旗帜，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气候传播研究
的一次成果展示。郑保卫在提及项目中
心未来的工作规划时显得尤为兴奋。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副主任
李玉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郑保卫：中国气候传播的民间旗手
本报记者 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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